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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能否正确认识和

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又关乎法治事业的全局。不同“质”的社会主要矛盾，需用不同“质”的思维与方法加以

解决。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不一样，党和国家用以解决社会主要矛

盾的目标与方式亦实现整体性转换，法治建设的地位与功能往往也大相径庭。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判断的三次历史性演变，新中国法治亦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过

渡时期法制”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法制”，再到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及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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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法治道路的逻辑展开

——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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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

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关

键变量，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国家治理模式变迁

的直接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理

论也是对当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现实矛盾问

题的高度理论概括。能否科学认识和判断社会主

要矛盾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毛泽东精辟指

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

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

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

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

之一”。[1]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2]“我们党在

每一个发展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准确

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制定路线方针的根本依

据。”[3]换言之，党和国家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

心工作与目标任务是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

盾而确定和展开的。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目标与方

向，也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深刻动力。在不同时代

背景之下，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

不一样，党和国家用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目标

与方式也会实现整体性转换，法治建设的地位和

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

从过渡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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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

的认识与判断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在法治领

域，亦经历了一个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过渡时期

法制”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法制”，再到党的

十五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以及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的历史演变过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以及受其深刻支配的新

中国法治发展进程，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当

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及其与中国法治发展

的内在关联，探寻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法

治方式和路径显得尤其重要。

一一、、奠基与开创奠基与开创：：从革命向社会主从革命向社会主

义建设过渡时期的法制义建设过渡时期的法制（（ 1 9 4 91 9 4 9 ——

1 9 7 81 9 7 8 ））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进入到从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

义建设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中

国人民与“三座大山”以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

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侧重

于从国内阶级矛盾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要矛盾，

破旧与立新、革命与建设的任务并存。过渡时期

的法制建设既不同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制，也

不同于后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其特点在于：

首先，过渡时期法制是以废除旧法为前提并

且用法制形式来确定革命成功、无产阶级获取政

权的事实的一种法制发展类型。革命是对旧的生

产关系和法制秩序的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不可能

通过旧的法律体系获得政权。这是因为，“工人阶

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

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4]毛泽东指出，“不

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在革命成功

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

它，这就是宪法。”[5]因此，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

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

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6]1954年宪

法颁布之后，毛泽东指出，其重大意义就在于“用

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

原则固定下来。”[7]

其次，过渡时期法制肩负着创设全新的国家

制度与社会秩序的任务。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经历了从

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过程。这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奠基与开创时

期。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确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初步建构了中国社会主义基

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

的全面确立提供了根本法保障。除宪法之外，这

一时期还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土

地改革法、婚姻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一大批法令。这对于

建构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有着积极的

制度开拓意义[8]。

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新中国从新

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一次划时代变革，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关

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党

的八大对当时中国国内主要社会矛盾进行了描述

与判断，即“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

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

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

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

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

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

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

下，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9]。这意味着中国

共产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

任务完成之后，社会矛盾重心必然会从“阶级矛

盾”变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从“人民群众的直接

行动”转向“完备的法制”。工业国家建设、经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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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的任务将接踵而至和全面展开，国家治理

方式和社会管理手段必然相应发生转变。此时，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确

立国家治理秩序的重要先导和保障[10]。

1956年，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

会总是充满了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

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

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

露和解决的方法：一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

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

的方法。”[11]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

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

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

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

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

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

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

决。”就此，毛泽东提出在“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

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应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

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根本任

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

护和发展生产力。”[12]

随着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由于对国际形势

和国内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重新被认为是当时中国社会主

要矛盾。同年 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

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

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3]。1962年，党的八届十

中全会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要“以阶级

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14]。由此，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阶级斗争并

导致其严重扩大化。法律虚无主义主导了党内关

于法制建设的认识与主张。刑法、刑事诉讼法、民

法、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全面停顿，司法部、国

务院法制局被撤销，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长时

期无法正常工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受严重挫

折、陷入长期停顿与混乱状态。

综上所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第一代

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

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开创了

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以宪法形式确立

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

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尽管还未能成功探索出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但为当代中

国法治发展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为改革开放之

后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贡献了历史教训和宝贵经

验，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史上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法制到从社会主义法制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1 9 7 91 9 7 9 ——

2 0 1 12 0 1 1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与法制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实现

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

师，邓小平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运用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他指出：“现在

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

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

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

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

要。”[15]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

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16]这个重大决议适应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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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共产党在之后 30多年的时间确定执政目标

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

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7]

在科学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中国共

产党逐步明确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和解决社会主要

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

直接动力。改革尽管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

命”，但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之下的经济、政治

和其它方面的体制变革，而不是对已有体制的根

本性否定与革命性变革。“中国的改革是成功运用

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典型范例，同时也

是根据改革的实践丰富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

典型范例。”[18]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社会主

义法制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邓小平不仅是改革

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总设计

师。”[19]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

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

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

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0]关于经济建

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邓小平提出“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法制”“两手都要抓”的方针，将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为了尽快结束国家法制工作停滞多年之后形

成的混乱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为了

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

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

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21]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通过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 7部法律。中共中央《关于

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专门

指出，“在这七个重要法律中，刑法、刑事诉讼法同

全国人民每天的切身利益有密切关系，它们能否

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

重要标志，因此也更为广大群众所密切注意。各

级党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充分

认识到，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大

问题。”[22]在这个指示中，第一次有了“社会主义法

治”的提法，并且明确将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

格执行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信誉的高度来强调。

1982年 12月 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八

二宪法”，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制建设的

大政方针和成功经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定和

巩固下来，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

尊严”。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我国正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为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

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

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23]

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在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方面都

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正式确立

1997年 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我国仍然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24]。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正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

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

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

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25]。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指出“两个没有变”，

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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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自 1981年以来，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都秉承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论断，并且采取了正确的社会主要矛盾处

理方式，我国法治建设迎来了长期的繁荣和发展。

1996年，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提出，“实行和坚

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

化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

活的法制化、规范化”[27]。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

党领导人民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8]。同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并将“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确定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原则[29]。1999年，九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以宪法形式确定“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党的领导方式与

执政方式必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完善。2002
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党“依法执政”，即“善于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

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30]2004年，党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

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且从领导立法、带

头守法、保证执法等方面对依法执政的基本内涵

与要求进行了系统阐述。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把“民主法制的更加完善、依法治国方略的

全面落实、人民权益得到尊重保障”作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之首。在依法治国基本

治国方略提出 10年之后，党的十七大在更高层面

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

三三、、全面与深化全面与深化：：新时代中国特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色社会主义法治（（ 2 0 1 22 0 1 2 至今至今））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推动法治

进程

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

程，中国共产党关于法治建设的认识也是在不断

解决社会矛盾和推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实践中

逐步明晰和深化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建设走过的不平

凡历程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

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31]2012年，党的十八大

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中央全会

的形式对依法治国进行研究和部署，明确“法治是

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是关系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问题”。2015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

遵循依法治国原则。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

命题。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经济基础内部有了重大的历史性

变化，人民的需求也因之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

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得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从量变到质变的深刻转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主

要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判断。作为化解社会矛盾

的基本方式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高

品质的法治建设成为新时代的强烈需求。“社会主

要矛盾的这个转化折射在法治领域，即表现为法

治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高标准法治需要与

现行法治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法治发展不平衡之间

的矛盾，使法治建设和法治发展的方位更精准、重

点更明确。”[32]就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依法治

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

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

保障”。

（二）改革与法治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

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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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的每一次转变，都会带动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主题的历史性转变。“党领导人民

进行革命和建设的 90多年历史表明，主要矛盾决

定主要任务，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主要任务之间

应该是因果一致的关系。”[3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共产党明确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居于统帅地位；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

措。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还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离不开法治的强大保障作

用，都需要从法治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其他三

个全面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战略布局看，做好全

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

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

布局就会落空。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

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4]

改革与法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两大主题，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

完善法治的要求将贯穿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

盾化解的全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

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把社会基

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

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

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

筑。”[35]在总结改革开放 40多年法治建设经验的

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更为清晰的法治发

展思路，也更为注重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明确对各

项法治改革进行全方位部署。即，“坚定不移推

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

题，根本途径在改革。”[3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

改革方向、问题导向，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

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力争提出对全面依法治

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37]

（三）以法治的全面均衡发展化解“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难题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使得解

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我国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聚焦点，也成为推动中国法治全面均衡

发展的强大动力。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

域存在大量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相适应，法

治发展必然也存在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

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发展稳

定形势总体是好的，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

矛盾凸显，党风政风也存在一些不同忽视的问

题，其中大量矛盾和问题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相关。”[38]

法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很多时候相

互作用、交叉叠加在一起。不平衡主要是指法治

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上，不充分则更多体

现在法治发展的总量、效益和质量上。其中，法

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为宏观和具有决定性意

义。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平衡问题，才能实现更充

分的法治发展。法治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我

国法治发展在城乡、区域、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

衡，法治系统内部的发展不全面与结构不平衡，

以及法治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匹

配、不同步问题。

法治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法治建设本身

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常表现为法治发

展的总量、质量和效益的不够充分。简言之，我国

法治发展的规模和数量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发

展的质量与水平还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在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社会安全、公平

正义、权利救济的需求之下，建立法治平衡发展、

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升法治发展的质量与系统合

力应成为新时代法治建设的聚焦点和着力点。首

先，要实现法治系统内部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守

法的均衡和协同发展。其次，要实现法治系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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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系统的均衡发展。依法治国既涉及立法、执

法、司法和守法的整体推进，又涉及党的建设、经

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为此，要坚持“统

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

在一体建设上用劲”[39]，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

作的系统布局与整体优化。

四四、、回顾新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几回顾新中国法治发展历程的几

点启示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

三次历史性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政治层面的阶级矛盾长时期被认为

是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始终表现为经济层面的人民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转化为社会层面的需要与发展之间的矛

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0]。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

法治发展的历程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以及

中国共产党执政主题的历史性转变基本契合。我

们可以从中获知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观认识与法治

实践的内在逻辑关联，并以此为基础归纳出新中

国法治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运动是法治发展的直接

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基本矛盾

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内

在源泉与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衍生并从属于社会基

本矛盾。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是特定

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决定该时

期国家治理目标与任务的主导因素。“社会基本矛

盾是更基础、更宏观、更深层次的矛盾，社会主要

矛盾是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的、更具体的矛盾。”[41]

在社会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社会，社会主要矛盾

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

则表现为人民的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为此，首先必须对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社会

主要矛盾的性质进行准确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来

选择正确的社会主要矛盾处理方式，才能制定出

契合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法治

发展战略，才能广泛动员各政权机关和社会力量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由上观之，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具

体社会矛盾的变动与差异，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和

国家面临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因而也决定了法

治建设的阶段性和历史的跳跃性特点。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的历史逻辑，不断上升为法治发展

的自觉认识并逐步形成系统、成熟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进而最终推动了当代中

国法治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发展

的历史逻辑，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了内在

的历史必然性。关于法治建设的主观认识与理论

证成，使得中国法治化进程拥有了深刻的可然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法

治的发展进步，又使得中国法治化进程具有了广泛

的实然性。只有正确认识法治背后由社会主要矛

盾支配的历史逻辑，并上升为自觉的理论逻辑，以

此为基础不断推动法治实践逻辑的发展，实现法治

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

一，新中国法治建设才能获得最理想的发展状态。

（二）法治改革与发展须以有效满足“人民的

需要”为终极目标和归宿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的需要是人基于人

的本性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

义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

他一切动物”[42]。“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的生活而已”[43]。马克思主义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出发，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发展

需要和享受需要三个层面，人的需要不断被满足

的过程就是人类实践的全部过程。生存需要是保

障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限度需要，发展需要和享

受需要则是实现人更好地存在，其本质就是人民

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古今中外的经验来看，

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理所当然应成为政治活动和

107



社会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在 2000多
年前就提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外物诸

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的“优良的生活状态”，国

家“最高的善”就是“人群的善”[44]。法国霍尔巴赫

指出：“判断政府是否贤明要看它利用国家的土地

和财富以及使用民力是否明智合理，使用明智合

理就能保障臣民过幸福生活，这个幸福就成了判

断政府好坏的唯一依据。”[45]

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

基本理念与最高价值目标。当代中国人的需要结

构与需求层次的新变化，构成了新时代社会主要

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不管是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都是中国共产党满足“人的需要”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执政目标与任务，也是“以人民为中

心”的执政理念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断丰富与

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

目标是满足人民的生存需要，即物质需要，这也是

人民最低限度的需求。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

等”[46]。也因此，通过发展生产力摆脱物质极度匮

乏、生产严重不足的状况，甩掉“落后的社会生产”

的帽子，解决了绝大部分中国人“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的“硬需求”，成为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

起点。在物质层面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

民又有了更高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更

具主观色彩的精神需求。而这些“非物质化”的精

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只有通过高质量的法治发展

才能不断获得有效的满足。

我们认识到，法治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对“人民

的需要”的内涵与边界进行限定，防止国家公权力

与“人民的需要”及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人民的需

要”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管是“人民的需要”还是

“美好生活”，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感

知，具有无限拓展和超越性的特点，即“人民的需

要”和“美好生活”都没有止境、拥有无限可能。然

而，对于人民需要以及人民美好生活的满足却是

一个受制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历史性、阶

段性范畴。因此，对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务

必要进行法律层面的规范与调控。这是因为：

首先，人民的需求并不一定都是善的需求[47]。

只有正当、合理、有益的需求才是社会发展与人类

进步的驱动力。至于何为“善的需求”需要法律进

行评价和确认。其次，不同的人民的需求之间经

常会发生矛盾与冲突。一个需求的满足有可能要

建立在牺牲他人的需求的基础之上。不同需求之

间的效力高低与层级也需要法律进行权威性规

定。再次，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能仅仅理解为政府

对人民的单向供给和无限制的满足。因此，需要

以法治形式对政府供给的责任范围与限度进行确

定。最后，规定社会成员对他人美好生活所应肩

负的法律义务。每一个公民作为美好生活的追求

者，同时也是他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供给方。

“人民既是提出美好生活需求的主体，也是参与为

他人和社会创造美好生活需求的客体。”[48]只有不

断为满足他人美好生活需求而依法规范自我、约

束自我、发展自我的人，才能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

（三）法治应成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

本方式

历史唯物主义矛盾学说告诉我们，人类社会

的发展总是充满了矛盾。对于不同性质的社会矛

盾，应采取不同的具体解决和处理方式。一般而

言，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主要有两种方式：对于不

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只能通过革命和斗争的方

式实现矛盾的彻底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等非

对抗性矛盾，不需要颠覆性、根本性的革命来解

决，而主要通过基本制度框架之内的改革、发展与

法治的方式加以解决。只有科学认识和判断当前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确定我国国家治理的中

心任务。也只有找到正确的矛盾处理方式和方

法，才能明确我国国家治理的行动指南。即使我

们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判断，但是如果在

解决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方法上出现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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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我们的各项事业也会出现曲折甚至是停滞、

倒退。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

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

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

才会产生。”[49]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

到人民内部矛盾、由对抗性到非对抗性矛盾的根

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也与时俱进地调整社会矛

盾处理的理念与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

深刻认识到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在于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通过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

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通过社会主义制

度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党的十

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把大量社会矛

盾的解决和处理纳入法治轨道，为人民内部矛盾

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六大提出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党的十八大

之后，明确提出包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治

国理政整体思路，着重强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来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在此过程

中，我们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主题和中国共产党

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解决社会主要矛

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

久安的必然要求。“法治方式与改革方式都属于社

会进步的改良方式。法治方式所需要付出的社会

成本是最低的，是平和的不断纠错的理性方法。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

求，是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之一。”[50]新时代社会主

要矛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不能仅用经济

建设的方式来化解，而是需要普遍运用法治建设

的方式。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

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处理方式不当也蕴

含着进一步激化的可能。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之

下，社会主要矛盾通常以公权力与私权利、公权力

与公权力、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具体矛盾形式

表现出来。如果民众与政府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

的矛盾不能纳入法治轨道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

加以解决，势必造成大量具体的社会矛盾的堆积，

并容易形成社会秩序与稳定的巨大隐患，甚至有

可能把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

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指出：“根据事物的具体发

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

对抗性的”[51]；“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

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

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52]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发

展模式，而法治发展深度和广度又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社会主要矛盾的破解。”[53]法治要成为解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不仅要通过

科学立法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国家制度层面的

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具体矛盾；而且要以严格执

法和公正司法将这些具体的法律矛盾加以疏导和

化解。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必须以科学立法的形

式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确认为法律上的权利，

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保证公

民基本权利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通过完善公

众参与、教育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保障等方面的

立法，满足社会各界的多元化权利需求。第二，通

过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严格规范文明执法，通

过法无授权不可为以及法定职责必须为等法治原

则的落实真正把国家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从而防止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非法干扰与侵害。

第三，通过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为公民提

供有效便利的法律救济渠道，使得人民的合法诉

求能得到有效表达，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第四，通过法

治社会建设，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和培育全民守法

的社会氛围，主要在法治框架内化解私权利与私

权利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从而防止具体的私权纠

纷和民间矛盾转化为普遍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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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New China's Rule of Law:Tak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as Clues

FENG Lixia

Abstract: The change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judg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CPC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Whether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can be

correctly understood and judged is also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of different "qualities" need to be solved with different "quality" thinking and metho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tim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are different. The goals and methods used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also been transformed wholly, and accordingly the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re often quite different. With the thre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CPC's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ule of law in New China

has also experienced a progressive process from the "transitional legal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15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hich formally proposed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Keywords: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Socialist Legal System,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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